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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袭警罪单独设立后，刑法理论普遍认为该罪是妨害公务罪的特别条款，但由于构成要件的差异，两罪应

为交叉关系。两罪虽然同处于刑法第277条，但这一体系建构并不足以说明两罪特别与一般的关系。袭

警罪的行为对象应当包含人民武装警察，袭警罪罪状中“正在执行职务”的范围较妨害公务罪更广，袭

警罪应当为抽象危险犯，妨害公务罪为具体危险犯。 
 
关键词 

法条建构，行为对象，行为方式，危险性评价 

 
 

Distinc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ffences of Assault  
on Police and Obstruction of Public Order 

Taoxiang Hu 
Kenneth Wang Schoo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Feb. 22nd, 2024; accepted: Apr. 5th, 2024; published: Apr. 16th, 2024   

 
 

 
Abstract 
When the offence of assaulting a police officer was established separately, criminal law theory 
generally considered it to be a special provision for the offence of obstruction of official duties,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the two offences should have a cross-cutting 
relationship. Although the two offences are in the same article 277 of the Criminal Law, this sys-
tem construction is not 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ffences in particu-
lar and in general. The object of the offence of assaulting a police officer should include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the scope of the offence of assaulting a police officer “in the perform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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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duties” is broader than that of obstructing official business, and the offence of assaulting a po-
lice officer should be an abstract dangerous crime, while the offence of obstructing official busi-
ness is a specific dangerous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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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 277 条中增加第 5 款，“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

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2021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这一款修改为“暴力袭击正

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

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关于暴力袭警行为的

规定没有改变其在刑法典中的位置，改为了独立罪名。多数学者认为，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是特别法和

一般法的关系，理由包括：在暴力袭警的场合下，适用第 277 条第 5 款就足以评价事实，不需要同时适

用第 1 款 [1]；袭警罪的保护法益依然是职务行为的执行，与妨害公务罪相同 [2]；行为程度不符合妨害公

务罪构成要件的袭警行为，应当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理 [3]；袭警罪独立成罪的原因在于将袭

警行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并不足以起到震慑效果，其行为性质并未脱离妨害公务罪的规制范围 [4]。笔者

认为，上述理由均不足以说明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如果仅仅是为了提高法定刑，则将暴力袭警

行为单列新罪未免多此一举。虽然两罪在刑法中的位置处于同一条文，但根据法条原文表述，袭警罪在

犯罪构成诸要件中均与妨害公务罪存在差异，其中部分差异已经导致两罪并非完全的包容关系，而是交

叉关系。 

2. 刑法第 277 条的法条建构 

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同处于刑法 277 条，其中前四款都是关于妨害公务罪的罪状描述，在《刑法修

正案(十一)》施行前，第五款规定的暴力袭警行为亦然。有学者对此指出，关于暴力袭警行为的规定没有

增加或者减少构成要件要素，这与该条作为注意性规定的第 2、3 款相同，在“从重处罚”表述存在的情

况下，该款只是基于“暴力”的手段特殊性和“人民警察”的行为对象特殊性作为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

的量刑情节加以规定，而不是特别的犯罪构成 [5]。笔者不认同上述观点，况且在《刑法修正案(十一)》
施行后，上述观点的根基已经完全不存在。 

2.1. 刑法第 277 条第五款作为量刑情节的重复评价嫌疑 

部分学者仅从刑法第 277 条第五款和该条其他条款的简单比较以及“从重处罚”的表述就得出该款

属于量刑情节的结论，这样推理的立足点不是该款本身，更多地是与其他条款的比较，不可能是全面的，

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可能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要求在定罪过程中已经评价过一次的情节，即犯罪构成事实，不得在量刑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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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使用，能作为量刑情节的犯罪情节应是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其他能够影响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各种具

体事实 [6]。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第 277 条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已经包含暴力手段的构

成要件要素，在第五款中再将暴力手段作为量刑情节，理论上难逃重复评价的挑战。 
对此，区分论认为，第 277 条第一款的“暴力”是构成要件要素的概念，第五款的“暴力”是量刑

情节的概念，两者可以进行抽象和具体的区分。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解释方法，暴力概念的

外延虽然十分宽泛，但所谓“抽象暴力”、“具体暴力”的定义并不明确，人为创造出这种概念并不严

谨；若认为抽象暴力是指广义的暴力，具体暴力仅指身体暴力，那么广义的暴力包含的心理暴力、性暴

力就会被评价为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这不仅在一些情况下与“胁迫”的构成要件要素重合，还

会无限扩大妨害公务罪的处罚范围，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不值得采纳。等同论认为，两款规定中的“暴力”

仍然是同一种概念，但是第一款的暴力不适用于第五款的情形，对行为人暴力袭击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

警察行为的定罪评价，就只能以第一款中规定的胁迫情节为基础。这种解释虽然在理论上解决了重复评

价的问题，但其导致的后果只能是第五款在实践中名存实亡。当行为人没有使用威胁手段，而仅使用暴

力手段袭击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时，只能以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无法适用从重处罚的条款，唯

一的适用情形是行为人既以暴力手段又以胁迫手段阻碍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这在现实生活中难以

想象。 
另有学者回避了暴力手段涉及双重评价的问题，转而认为人民警察作为行为对象的特殊性或者警察

依法执行职务这一保护法益的特殊性才是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依据。但是，持这样观点的学者却在论

证袭警罪是妨害公务罪特别条款时否认了人民警察相对于其他公务人员具有更高的保护法益 [1]。在《刑

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从袭警罪的法条表述中已能部分地窥探出其法益保护机理。 

2.2. 刑法第 277 条第五款的文义语法逻辑 

在袭警罪单独成罪后，多数学者仍然认为行为人必须首先满足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才能讨论是

否构成袭警罪，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也没有考虑到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语言描述中语法结构的不同。 
刑法第 277 条第一款对妨害公务罪基本构成要件的表述是“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职务”，语法的基本结构是动宾短语，但是宾语本身也是标准的主谓短语结构，若将宾语单

列，其仍是完整的汉语短语。依照语法逻辑，这段文字应解释为行为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

产生了阻碍的影响，只有足以影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常依法执行职务，才符合刑法第 277 条第一款的

构成要件，这认为是妨害公务罪的后果要件。相较而言，《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第 277 条第五款的表

述是“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这里的语法基本结构也是动宾短语，但宾语仅是带着

定语的名词，不是完整的汉语短语，因此该条款应解释为行为人之力直接作用于人民警察本身，而不是

对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产生影响，“依法执行职务”成为了行为对象的特征，而不是行为后果

要件，即使认为是后果，也应当是抽象的后果。《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该款独立为袭警罪后，罪状描述

没有改变。袭警罪的罪状描述与理论上无争议作为抽象危险犯的生产、销售假药罪在语法结构上基本相同。 
笔者认为，从暴力袭警行为的罪状描述出发，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的第 277 条第 5 款属

于妨害公务罪的特别构成要件要素不存在任何问题。该款没有对暴力袭警行为的入罪门槛做出进一步的

表述，只是明确规定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若认为这是由于该款省略了行为的危害程度、进而需要按

照第一款的规定确定，虽然未免过于牵强，然尚有可取之处，但如前所述，这种解释存在重复评价之嫌，

且其最重要的依据和基础是该款规定的行为仍然属于妨害公务罪的罪状描述，因此在《刑法修正案(十一)》
施行后，上述理由更不成立。此外，由于该款规定了独立的罪状，虽然按照第一款处罚，但不属于引证

罪状，不存在引证适用的可能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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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袭警罪的保护法益 

很多学者认为，由于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也同属于刑法的第六章第一节，并且处于同一条款，因此

对袭警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参考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并依此推演出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是特别法

与一般法关系的结论。但是，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在以基本法条为中心进行同类解释时，应当考虑

到不同罪名之间保护法益的不同，并对解释结论在实践中可能导致的结果进行检验以核实其合理性。例

如，强迫交易罪的保护法益是自愿平等的市场秩序，故对实施强迫交易行为最终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情

形，应当进一步考虑行为人是否构成抢劫、诈骗等侵犯财产类犯罪 [8]。因此，虽然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

处于同一条中，但对袭警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依然需要判断该罪保护法益。 
关于袭警罪的保护法益，理论上有执法权说、人身权与执法权并重说两种。执法权说认为，袭警罪

更侧重保护人民警察职务的正常执行，不包含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一方面，人民警察与其他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执行的公务只有类别和内容的不同，对人民警察赋予超出其他公职人员的特殊保护，违反平等

原则；另一方面，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后，袭警罪体系位置不变，法条表述中强调了“正在依

法执行职务”，并且日本刑法中类似的妨害公务执行罪的保护法益也是公务的顺利执行。并重说认为，

由于暴力袭击人民警察的行为会给人民警察的人身权益造成危险或者侵害，袭警罪的保护法益还应当包

括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 
笔者认为并重说更为合理。民警队伍是社会生活中直接对抗违法犯罪的先锋力量，其执行职务的行

为随时可能遭遇人身安全危险，对民警的特殊保护不能以一般公务员为标准。有学者认为，警察是经过

特别训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合法地对他人实施具有强制力的行为，刑法不能对民警的人身权利给

予特殊保护 [1]。现实情况是，我国公安机关一线队伍中仍有相当数量的以上世纪末分配工作的方式取得

民警身份的基层警察，他们接受过执行职务的训练，但未必接受过系统的、完整的格斗、枪械使用训练，

当面对突然出现的歹徒时，单个民警的能力不能保证其自身安全无虞。相反地，紧急情况出现时，民警

依法具有保护群众的义务，其人身权利处于极端危险状态，此时防止来自于外力对民警人身权利的二次

侵害尤为重要。相较而言，妨害公务罪的保护法益仅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与袭警罪存在区别，

就此不能认为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3. 行为对象、行为方式的区分 

3.1. 对“人民警察”的解释 

袭警罪法条表述中的人民警察概念的外延，理论上应当包含《人民警察法》(下称“《民警法》”)
第 2 条规定的人民警察、为民警提供警务辅助支持的辅警和隶属国防部管理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3.1.1. 辅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 11 月印发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辅警

不具备人民警察身份，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不得直接参与执法工作，须在公安民警指挥和监督下开展

辅助性工作，《人民警察法》也未对辅警做出规定。据此，有学者认为辅警不是袭警罪的行为对象，但

可以成为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 [9]。这样的解释理由并不成立。依照这种解释，辅警的地位就趋向于和

行政机关的一般安保人员、保洁人员相同，虽然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是与第三方建立

劳动关系，但依然是被行政机关聘用的工作人员，与辅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一些安保人员也会

有在外围配合、协助行政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行为，而他们显然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行为

对象，既然如此，辅警也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这一结论显然违背这一条款的目的。在刑法

理论中，职务说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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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武警 
有学者认为，根据《国防法》，人民武装警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根据《人民武装警

察法》(下称“《武警法》”)，人民武装警察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现役军人权益，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集中统一领导，因此人民武装警察属于现役军人的范畴，不是人民警察，不属于袭警罪的对象，暴力袭

击人民武装警察的，应当以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定罪处罚 [10]。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比较片面。 
一方面，法条原文的表述仅仅是“人民警察”四个单字，在四个单字中加入“武装”，只是让武警

与一般的民警在职责上做出一些特定化的区分，没有使其脱离人民警察概念的外延。依照《民警法》第

51 条的规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执行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这一规定明确将人民武装警察也纳

入了《民警法》的规制范围，只是由于人民武装警察相对于一般的人民警察而言履行职责的方式较为特

殊，不适合在《民警法》的体系中进行规定。依照《武警法》，人民武装警察虽然经常与人民解放军配

合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其职责依然与一般的人民警察有较大交叉空间。 
根据该法第 4 条规定，人民武装警察担负的职责包括执勤、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防范和处置恐

怖活动、海上维权执法、抢险救援和防卫作战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赋予的其他任务。所谓“执勤”，一

般是指警卫、守卫、守护、看押、看守和巡逻等勤务，执勤的主要任务是防范敌对分子、不法分子的侵

害和破坏活动，保卫警卫对象、警卫目标和国际性、全国性重要会议及大型文体活动现场的安全；保卫

重要机场、电台和国家经济、国防建设等重要部门的机密要害单位或要害部位的安全；保护重要桥梁和

隧道的安全；确保监狱、看守所的安全；维护国家规定的大中城市和特定地区的社会治安。据此，在局

势复杂、各种敌对势力较易渗透的边疆地区执勤的武装警察，由于需要随时做好与敌对分子、不法分子

发生武装冲突的准备，具有不同于一般民警的武装力量性质；在重要警卫对象、警卫目标和重要会场的

保护上，一般民警通常负责外围配合工作，武装警察则负责核心保卫工作，虽然任务的重要性程度不同，

但是任务的性质和基本目标没有本质的不同；保卫机场、桥梁、隧道等重要道路交通节点和重要部门单

位的职责，武装警察与一般民警没有性质上的出入，一般民警也会担负保卫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和高

速公路、国道等军用或民用设施的职责；确保监狱、看守所的安全和维护社会治安，武装警察的职责显

然与一般民警没有性质上的不同点，只是在治安维稳的难度上有所差别。其他职责方面，维护社会治安、

防范和处置恐怖活动、处置突发社会事件和海上维权执法等，武装警察都具有一般民警的性质，执行职

务的状态和环境也与一般民警具有相似性。因此，不宜认为人民武装警察不属于人民警察范畴。至于《国

防法》将人民武装警察纳入规制范围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武警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职责，但这里强

调的主要是战时的职责，在非战时，武警的职责还包括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武警具有军事性和公安性的

双重性质，当敌人入侵时，武警部队要参加对敌作战，和平时期主要工作的性质则与一般民警相同 [11]。 
另一方面，由于人民武装警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仍与人民解放军在状态和环境等方面有较大差别，

但又相比一般的人民警察，需要面对更加危险、更加紧迫的突发情况，职务的重要性也更高，赋予特别

保护的必要性也更强，但是根据《刑法》第 368 条，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

低于袭警罪的法定最高刑。可以认为，在行为人暴力袭击正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武装警察而未严重危及

其人身安全的情形下，对行为人以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定罪处罚并无不妥，但难以认为行为人不符合袭

警罪的规定而不能适用该款。 

3.2. 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解释 

如前所述，“正在依法执行职务”是指民警所处的状态，是行为人构成本罪的客观条件之一，而非

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指向的对象。 
一般认为，行为人行为的时刻，民警客观上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就符合本罪构成要件。因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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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职务和职务执行完毕的时间点可能成为争议焦点，理论上有上班说、出警说、现场说的观点。上班

说认为，民警上班工作期间，都是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难以成立，一些内勤民警在

工作期间基本上没有外出直接处理社会纠纷的法定职务，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没有大的差别，

没有必要给予特别保护。出警说认为，民警从接到报警电话外出处理纠纷事件，或者根据案件工作组安

排外出执行任务，到完成任务回到驻地，这期间处于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状态。这种说法受到的批判主

要在于行为人由于对民警不满而在现场对已经处理完现场纠纷的民警实施暴力的认定。有学者对此提出

现场说，认为出警应当详细区分不同执行职务的阶段：现场处理纠纷、追赶嫌疑人、押送嫌疑人等行为，

每一职务行为均有开始和结束的时间点，须具体分析。 
笔者认为，现场说能在理论上解决这一争议，但是可能会导致民警某一简单的出警职务行为被无限

下分，实际操作性较低。除此之外，现有理论基本上将焦点集中于民警正常上班期间或者执行专案任务

期间，忽略了民警正常休息时间外出而临时执行职务的情况。根据《民警法》第 19 条，人民警察即使在

非工作时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仍应当履行职责，该条文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执行起来，民

警就随时处于开始执行职务的准备状态，这与所谓上班、出警没有任何关系，但应当属于正在依法执行

职务的情形。妨害公务罪规定的正在执行职务，显然不包含这种特殊情况。 

3.3. 对“暴力袭击”的解释 

如前所述，对人的暴力袭击有广义的暴力和狭义的暴力之分，前者包含了心理暴力、性暴力等，后

者仅指对人施加有形力。 
对此，理论界有广义暴力说和狭义暴力说的争议。广义暴力说认为，袭警罪的暴力既包括对依法执

行职务的人身实施暴力的直接暴力，也包括对物实施暴力而间接作用于人民警察的人身的间接暴力的情

况 [12]。狭义暴力说认为，袭警罪的暴力仅是对人身实施的直接暴力。笔者认为，两种说法都过于绝对。

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因其目的是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正常执行职务，与袭警罪直接袭击民警身体不同，因

此不能解释为广义的暴力。但如果完全采纳狭义暴力说，则行为人直接对正在押运犯罪嫌疑人的警车实

施暴力，警车因损坏致车内民警遭受攻击，这一行为已经严重危及民警的人身安全，而行为人仅能构成

妨害公务罪，并不合理。当行为人对物实施的暴力目的在于袭击民警，其行为客观上让民警遭受攻击，

且此种暴力与民警遭受攻击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高度可能性，则构成袭警罪上的暴力。妨害公务

罪中的暴力，应当属于广义的暴力。 

4. 危险性评价的区分 

如前所述，现有多数说认为，妨害公务罪和袭警罪都是具体危险犯，少数学者认为袭警罪是抽象危

险犯。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也有类似的罪名，以下进行相互比较。 

4.1. 与日本刑法“妨害公务执行罪”的比较 

日本刑法规定了妨害公务执行罪：“在公务员执行公务时，对其施加暴行或胁迫的，处三年以下的

惩役、禁锢或五十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日本通说认为，该罪的行为对象是公务员及其辅助人员。日本

刑法要求的“执行公务时”，是指公务员应在法定场合执行属于其法定一般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行为，且

应当符合法定条件与行为方式。“暴行或胁迫”，是指广义的暴行与胁迫，不要求必须对人实施 [13]。 
就条文之间的比较而言，中国袭警罪与日本妨害公务执行罪采用了相同的语法含义，其文义都仅仅

要求对符合条件的行为对象施加暴行即可，执行公务(依法执行职务)均被表述为行为对象的状态。在危险

性评价方面，日本通说认为妨害公务执行罪是抽象危险犯。虽然部分日本学者仍然认为构成本罪仍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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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足以妨害公务执行的程度，但他们同时指出妨害公务执行罪的保护法益是公务的正常执行，不包

含对公务员人身的保护，因此如前所述，与中国袭警罪有所不同。 

4.2. 与德国刑法“抗拒执行人员罪”的比较 

德国刑法规定了抗拒执行人员罪：“在受命执行法律、法令、判决、法院裁定或者行政行为(处分)
的公职人员或者联邦国防军的军人实施相应的职务行为时，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进行抗拒，或者

以实力进行攻击的，处三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罚金。”其同时规定，享有警察权力与义务的非公职侦查人

员以及紧急情况下的救援人员，视为抗拒执行人员罪中的公职人员。根据文义表述，抗拒执行人员罪中

的“暴力”是指直接或间接的有形力，也属于较为广义的暴力，这一点与日本刑法相同。 
德国刑法抗拒执行人员罪与日本刑法妨害公务执行罪、中国刑法袭警罪采用了同样的语义表述，执

行职务是行为对象所处的状态，而非行为后果。德国法判例和通说认为，抗拒执行人员罪是强制罪的特

别条款，强制罪一般是指行为人通过暴力或胁迫等强制手段强迫他人实施、容忍或不为一定行为，因此

部分学者认为，在我国刑法未设定强制罪时，似乎不可认为袭警罪是抽象危险犯，进而独立于妨害公务

罪而存在。但是，德国目前的刑法修订在强制罪问题上已经存在混乱，并未明确抗拒执行人员罪的保护

法益，在德国国内面临违宪危险，也广受学界批判，此种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是否可以借鉴，尚有疑

问 [14]。 

4.3. 袭警罪宜认定为抽象危险犯 

如前所述，袭警罪在文义上将行为对象确定为人民警察，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属于民警所处的状态，

将袭警罪认定为抽象危险犯，切合法条原文。多数学者在论述袭警罪构成要件时，往往将民警至少构成

轻微伤作为推定行为人具有阻碍民警正常执行职务的具体危险。笔者认为，对袭警罪危险性评价的分析，

不能仅以法条为纲，须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通盘考虑修法前后的背景和修法目的，得出最符

合社会稳定发展的解释结论。 
大量的司法实践支持了将本罪作为抽象危险犯的观点。例如，在俞辉袭警案中，行为人与他人发生

肢体冲突，在民警抵达现场依法对其进行人身检查时，挥拳击打民警马某，由于现场有多位民警处置事

件，行为人没有其他帮手，其行为完全不足以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也未造成马某受伤，但最终法院

依旧判决行为人袭警罪名成立 1。再如，在邵丽袭警案中，行为人经依法传唤，在派出所办案区暴力袭击

民警陆某，咬住陆某手臂，经鉴定陆某伤情不构成轻微伤，最终法院依然判决行为人袭警罪名成立 2。 
在全国范围内暴力袭警行为的规制方面，2010 年至 2014 年平均每年因公负伤的民警达到 4148 人，

且每年均呈上升趋势；2015 年，刑法修正案将暴力袭警作为妨害公务罪特殊情形单列成款，但这个数字

再次增长，为 4599 人；2016 至 2020 年，平均每年有 5660 名民警因公负伤。2021 年，袭警罪被设立，

全年民警因公负伤人数大大下降，为 4375 名 [15]。现有数据表明，2015 年刑法修改并未使得暴力袭警行

为得到遏制，该行为反而变本加厉，2021 年袭警罪被单独设立后，暴力袭警案件数量显著下降。由此可

见，袭警行为入刑而作为妨害公务罪特殊情形的具体危险犯，并未达到规制袭警行为的目的；袭警罪的

单独设立以及作为抽象危险犯裁判，目的在于更强有力地减少袭警行为的发生，当前的实践也证明了此

次修法的成功。 

5. 余论 

暴力袭警行为在 2015 年至 2021 年间被作为妨害公务罪对待，2021 年刑法修改后独立成袭警罪，这

 

 

1参见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21)浙 0105 刑初 576 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 01 刑终 36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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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修法例在中国刑法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表现。例如，《刑法》第 174 条第二款在修改后独立为伪造、

变造、转让金融机构批准文件罪，第 151 条第三款修改后独立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

第 375 条第二款修改后独立为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虽然上述罪名在修改前后对定罪处

罚没有显著影响，但在未来修改刑法，再次出现类似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区分和理解适用问题，对其

进行解释时，应避免将解释视野束缚在原刑法规定即其还未独立成罪的体系中，首先应当将其作为单独

罪名看待，以其基本文义为基础，结合修法背景和目的，确定其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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